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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菜入藏：汉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
互动

励 轩 臧 正

■■■■■■■■■■■■■■■■■■■■■■■■■■■■■■■■■■■■■■■■■■

摘 要：历史上，以文成公主入藏、僧侣朝贡、茶马贸易等为代表的汉藏人群

跨地域流动带来了汉藏饮食文化的交流。清代，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治理

的强化，内地与西藏在饮食上的交流互动更胜以往，尤其是当川军成为驻藏军队

主力后，川菜也随之进入西藏。民国时，川商取代川军成为川菜在当地传播的主

要力量。在川军、川商的推动下，清末民国时期，内地饮食已不再局限于西藏贵

族家庭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出现了面向普通大众的商业化发展趋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与四川人的大量涌入，使

得川菜在西藏社会得以实现跨阶层的大规模传播，进而对西藏本土饮食文化的

主食与食材结构、烹饪方式、进餐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两地饮食口味

的整合与饮食习惯的交融，进一步推动了汉藏饮食文化的跨地域传播与彼此间

的认同。
关键词：川菜 川军 川商 西藏 饮食文化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东部藏区商业贸易中藏族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研

究”（20ＶＭＺ005）阶段性成果。
①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8 页。

饮食文化的互动交融是汉藏交流的重要方面。早在新石器时期，来自中原地区

的粟作农业就曾出现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一带，①唐代以后的藏汉典籍也不乏内地

食物进入藏地的记载，生动说明了汉藏饮食文化互动历史之悠久，而今日拉萨街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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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各色川菜馆更实证了内地饮食已成为西藏日常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饮食文

化常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相交织，能自由穿梭于不同地域与人群之间，最能体现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性，具有相当大的学术探索意义。但以往学界对汉藏关系史

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方面，①对于饮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则关注较少，现有的一些

研究或围绕某一汉地农作物传入西藏的历史进行阐释，②或从食材角度讨论民国时

期西藏与内地饮食之关系，③或基于现代化背景阐释西藏饮食如何整合外来饮食，④

或略论汉藏食材之交往，⑤在汉藏饮食文化交流互动方面缺少综合性与系统性的过

程研究。本文试图厘清汉藏饮食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历史脉络，探讨内地饮食特别是

川菜入藏及在当地大规模传播的进程和原因，从而展现一个区别于传统政治关系史

研究视角下的汉藏关系表述，揭示汉藏人民如何通过饮食形成世俗生活之联系。

一、汉藏饮食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早期历史

20 世纪 7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卡若遗址（距今 4300－5300 年）发现了来自

中原的粟。⑥粟最早由狗尾草驯化选育而来，原产地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⑦童恩

正认为卡若遗址发现的粟米很可能是从马家窑系统文化传播而来。⑧ 1995 年，考古

工作者在西藏昌果沟遗址（约距今 3500 年）也发现了粟米。⑨ 卡若遗址和昌果沟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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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粟米的发现，表明原产自中原地区的粟米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传播到了西藏，中

原与西藏饮食文化交往的历史可谓相当悠久。
到了唐代，汉藏饮食文化交流的频率增加，特别是文成公主入藏促进了中原与西

藏地区饮食文化的跨地域流动。根据 12 世纪前成书的《嘛呢全集》，文成公主将原

产于中原地区的蔓菁与葱的种子带到了吐蕃。① 除了蔓菁与葱，12 世纪成书的《娘

氏教法源流》，还记载了文成公主将蒜等中原地区的作物带入西藏的传说。② 唐穆宗

长庆二年 （822），刘元鼎与论讷罗同赴吐蕃本国就盟，见吐蕃“馔味……略与汉

同”，③可见，此时汉藏饮食文化交流已达到一定的程度。
西藏地方在元代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后，内地与西藏之间日趋增多的政

治互动又把饮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元代汉藏饮食文化交流

与互动的过程中，来自西藏地方的僧侣扮演了重要角色。元朝时期，内地食物被皇帝

频繁用作回赐礼品赠以来大都觐见的僧侣。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多

次赐予来大都的西藏地方僧人食品和饮料。④ 到明代，来朝贡的西藏地方宗教首领

或其使者的队伍变得更加庞大，皇帝会回赐这些人以茶等内地食物。⑤ 到内地朝贡

的僧人，会在皇帝赏赐的宴会上接触了解内地饮食文化。如弘治七年（1494），“灵藏

赞善王喃葛坚参巴藏卜、赞善王下都指挥公哈坚参巴藏卜各遣番僧远丹等……来朝

谢恩……赐宴”⑥，又如嘉靖十八年（1539），“乌思藏阐教王等差国师短竹札失等贡

方物……宴赏如例”⑦。这些来京朝贡的僧侣不仅将其在内地学到的饮食文化一并

带回到西藏，还会在返藏途中带走大量内地食物，⑧从而大大推动了两地饮食文化在

汉藏人群之间的传播。
随着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强化，中原内地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

系越来越密切，汉藏饮食文化交流与互动也更加深入。西藏上层人士接触到内地珍

馐的机会大增。康熙五十九年（1720），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就曾获朝廷赏赐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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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式喜宴（ｒｇｙａ ｌｕｇｓ ｋｙｉ ｓｔｏｎ ｍｏ）”。① 乾隆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仁班智达在进

京途中就先后在成都、西安、北京②等地吃到汉餐，到北京后还获乾隆皇帝亲赐汉式

点心，回藏路上还欣然接受“地方粮台长官准备的盛席汉餐及大米白面肉类”。③ 多

仁班智达对汉餐评价颇高，后来他在自己儿子的婚礼上还摆上了汉餐。④ 至清末民

初，内地饮食在西藏社会上层已是非常流行。据曾旅居拉萨的英国殖民官员查尔斯

·贝尔忆称，拉萨贵族家庭午餐会吃四至五道汉式美食，有的贵族家庭甚至能提供多

至十数种内地蔬菜。⑤

值得一提的是，在汉藏饮食文化交流的早期历史中，对藏地饮食文化影响最广

泛、最深入的内地饮食应属茶叶。根据对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的考古发掘，早

在 1800 年前，汉地茶叶已经被输送到西藏西部海拔 4500 米的阿里地区。⑥ 除了茶

叶遗物，该墓葬中还发现了可能与煮茶、烹茶有关的铜盆和铜壶，⑦证明部分藏族先

民早在秦汉至魏晋时期就已经接受了中原地区的饮茶文化。到宋代，饮茶已成藏族

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均离不开茶叶，以致有文献记

载称其“所嗜唯茶叶”。⑧ 藏族先民还结合中原的饮茶习惯和自身饮食特点发明了酥

油茶，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延续至今。由于藏地对汉地茶叶存在巨大的消费

需求，汉藏之间逐渐形成了著名的“茶马贸易”。延续千年的茶马贸易不仅满足了藏

族人民对汉地茶叶的消费需求，更是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茶马贸

易沿线，形成了成都、雅安、打箭炉、松潘、理塘、巴塘、道孚、炉霍、昌都等地多个商贸

重镇，众多汉藏商民则因为茶叶贸易而游走在汉藏两地，清代史料有载：“藏番运川

茶者不下数十万人，藏中穷番藉脚力以谋生，川藏交界处所藉以安谧……至茶价交易

每岁近百万，川省栽茶之园户、运茶之商贩、负茶之脚夫，多至数十万人，悉赖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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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① 可以说，茶叶将汉藏人民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二、川军、川商与川菜入藏

内地饮食丰富多样，各种菜系名目众多，为何川菜会在汉藏饮食文化的交流互动

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受西藏地方社会欢迎的内地菜系？这就不得不论及川军、川商与

川菜入藏的关系。清朝前期，西藏地方受准格尔侵扰，朝廷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多次派

兵进藏。康熙六十年（1721），清廷驱逐准噶尔乱军后，在拉萨布达拉山前面河沿建

造了十二座营盘②，留三千军士驻藏，其中就包括四川绿旗兵，此为内地军队特别是

川军驻藏之始。③ 雍正十一年（1733）起，川籍官兵成为了朝廷驻藏军队的主要来

源④，这一驻兵轮换制一直保持到清末⑤。就这样，川军进入了西藏文化的核心地

带———拉萨，同时也给西藏带来了四川本土的饮食习惯，成为清代川菜在藏传播的

主力。
表 1 1717 至 1792 年川军入藏、驻藏人数⑥

时间 川军人数

康熙五十八年（1719） 再由巴尔喀木带四川满洲兵一千名，绿旗兵一千名。

康熙六十年（1721）
平定准噶尔之乱后，留蒙古、满、汉官兵三千名驻西藏，其中四川兵一千
二百名。

康熙六十年（1721） 并四川歇息之绿旗兵五百名发往（西藏驻扎）。
雍正元年（1722） 大将军年羹尧遣送松潘镇总兵官周瑛，领川兵二千余名，由打箭炉出。

雍正十一年（1733）
击败准噶尔部后，西藏居住之四川二千兵内应留兵五百名，以为该地守
护之用，馀俱撤回原处。所留之兵，俟三年后，仍于四川官兵内派换。

乾隆九年（1744）
扬大立领川兵千五百，来藏换副都统马腊及旧驻藏并台汛川陕兵一千
五百名。

乾隆五十六年（1792） 反廓尔喀侵略战争中……今再加以添调川省兵三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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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入藏后，为解决生计，将内地食材的种子与种植方法带入。① 据乾隆年间编

写的《西藏志》记载，其所带的内地菜种有：白菜、莴苣、菠菜、苋菜、韭菜、萝卜、茼蒿、
四季豆、苦豆。② 地处拉萨河中游河谷冲积平原的拉萨，夏无酷暑、冬无严冬，为内地

农作物引入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气候条件。到和宁任帮办大臣时（1797），驻藏官兵的

菜园中已种植有成片的菠菜、白菜、黄瓜、莴苣、葱、蒜、韭菜、香菜、芹菜、茴香、茄子、
萝卜、蔓菁等。③ 与此同时，驻藏大臣还有专供的两个菜园，由兵营监管，种植秦椒

（青椒）、川椒（花椒）等川菜烹饪时常用食材，并且驻藏大臣衙门还能从兵营中找到

川籍厨子，为其烹饪羊肉火锅杂面、青椒炒肉与豆花饭等川菜。④

清王朝统治后期，以川军为主的驻藏官兵在适应长期高原生活后，有的就与当地

人通婚，留在了西藏。⑤ 其后裔长期受藏文化熏习，很多不识汉话，却能说一口流利

的藏语，为谋生计，或在当地经商，或种菜卖菜。⑥ 有的川籍官兵还直接做起了生意，

变成了川商，一位民国时期曾在拉萨打工和经商的汉族商人述称：“（拉萨）四川商人

数目最多，据说都是清朝衙门里的人，或是清末赵尔丰、钟颖的部下……一般是种菜、
做豆腐、理发、开烟馆和甜茶馆等，在日喀则、下司马等地也有。”⑦

到了民国时期，川商已经取代川军成为川菜在当地传播的主要力量。1934 年杨

质夫⑧到访西藏时，内地人旅居拉萨的有约 300 余户，⑨同年入藏的国民政府官员黄

慕松被告知拉萨汉人中川帮二百余家，占据了大部分。�10 另据朱少逸�11记载，“拉萨

汉人，连同土生者在内，约有二千人之谱，分为四帮：川帮，人数最多，在一千以上……

36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周霭联撰，张江华、季垣垣点校：《西藏纪游》，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3 页。
允礼：《西藏志》，陈玉宇主编：《西藏旧方志（增编）》第 1 册，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 176—177 页。
和宁原著，池万兴、严嬴春校注：《〈西藏赋〉校注》，齐鲁书社 2013 年版，第 190 页。
有泰著，康欣平整理：《有泰日记（下）》，凤凰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29、649、667、611、

653、708 页。
冯智：《清代治藏军事制度的历史评价》，《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

第 45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ｌｌ，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1928，ｐ．223．
韩修君：《北京商人在拉萨》，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西藏文史资料

选辑》第 3 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内部发行）1984 年版，第 96—97 页。
杨质夫曾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职员，精通藏文。1933 年 12 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后，国民党政府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黎丹率团进藏开展巡礼活动，时任

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员杨质夫作为随行成员一同入藏。
杨质夫著，吴均、程颐工整理：《入藏日记（上）》，《中国藏学》2008 年第 3 期。
黄慕松：《使藏纪程》，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1991 年版，第 220 页。
朱少逸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秘书。1939—1940 年，国民政府派蒙藏

委员会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之掣签与坐床仪式，朱少逸为随行人员之一。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研 究 2023 年第 4 期

彼等多系清末驻藏戍军之流落藏境者……多已娶土妇，生子女，其子女且不懂汉语

矣。”①大量川商定居拉萨，势必推动川菜的传播，同时也让川籍厨子成为市场急需，

以致奇货可居，朱少逸就在其书中记录了一个黄姓川厨的事迹：“有川人黄某，擅烹

调，技亦平常耳，但物以罕见而见奇，一时竟成绝响；初为‘古堆巴’同人掌炊事，颇能

胜任，及吴委员长抵藏，首次招待宴，大蒙赏识。乃调至色兴额应差……黄某至‘色

兴额’后，意颇自得，以为行辕炊事，非彼莫属，辄而高其价值，同时藏官之宴请行辕

职官者，亦多请黄承办酒席，黄之声价遂愈高。”②估计由于当时拉萨市场对川菜需求

量太高，所以一个在内地人看来厨艺极为普通的川厨仍在当地大受欢迎。
在川军、川商的推动下，内地饮食也已经不再局限于西藏传统的贵族家庭中，还

出现了面向普通大众的商业化发展趋势。据俄国东方学家崔比科夫述称，在他旅居

拉萨时（1899—1902），拉萨街头已有几家由汉人经营的内地餐馆，“饭店里卖茶、菜
肴和汉族的饼”。③ 杨质夫在拉萨期间，吃到了“颇具四川风味”的鱼翅、海参、豆花与

泡菜④，这些菜肴正是民国时期川菜代表菜品。不过，尽管清末民国时期部分藏族平

民百姓可以在拉萨享用川菜，但受当时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可以吃

且吃得起川菜的人主要还是贵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川菜并没有成为各个阶层都能

消费得起的饮食。

三、川菜的大规模传播与汉藏饮食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川菜真正跨越阶层界限，在西藏得到大规模传播，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而这与国家高度重视西藏现代化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本身的推

动密不可分。西藏和平解放后，为了让西藏实现长足发展，国家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

设，构建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运输网络。1954 年，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在拉萨合拢通

车，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⑤1965 年，拉萨贡嘎机场建成；2006 年，青藏铁路建

成。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渐取消了对于市场经济的限制性措施。1980 年，西藏自治

区开始允许个人从事私营经济活动。⑥ 1984 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政府采取

分阶段降低私营经济准入门槛的方式，鼓励各类民间商业资本进入西藏，也允许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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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其他省份的个人在西藏从事私人经营。① 2001 年，针对外省来藏人员经商行为

的各类限制性政策都被取消。② 交通条件的大幅度改善以及市场经济的日渐活跃，

不仅使内地食蔬得以大量运输进藏，还促进了内地人口特别是临近西藏的川籍务工

人员和游客涌入西藏。与此同时，西藏本地的蔬菜供应问题也因为农业种植技术手

段的提升而得到有效改善。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塑料大棚技术与蔬菜套种技术的

推广，西藏得以生产种植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蔬菜，大大提升了西藏本地的蔬菜供

应。③ 至 20 世纪 90 年代，拉萨市已经形成了宗角禄康菜市、西郊菜市、北郊菜市、东
郊菜市、八廓街菜市等数个较大的农贸市场，商贩们不仅售卖从内地运来的蔬菜，同

时也供给西藏本地生产种植的新鲜蔬菜。供应量的大规模增加使得普通藏族民众都

能够负担得起新鲜蔬菜，促成西藏特别是拉萨普通民众的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也更加容易接受以川菜为代表的内地饮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川菜大规模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市

场基础，而改革开放时期涌入西藏的四川人则将川菜的大规模传播变成了现实。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四川人所经营的川菜馆集中于老城区大、小昭寺附近，如思中味餐

厅和肖家河面馆。至 2003 年，原位于老城区的川菜馆纷纷迁至西郊的天海路与德吉

路。近几年由于西郊市场过于饱和，川菜馆逐渐向东扩展，形成了遍布全城的格局。
川菜在拉萨市场的卓越表现不断吸引四川人、内地其他省份民众入藏从事川菜经营，

而数量日渐增多的川菜馆也为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四川人为

中心、内地其他省份民众及西藏本地人为支线的川菜传播网络。川菜则通过川菜馆

这一载体成点状嵌入当地社会，切实拉近了以川菜为代表的内地饮食文化与藏族同

胞之间的距离，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而今，一些到拉萨经营川菜并取得

成功的四川人在赚取足够利润后，选择回归故里，将手中的川菜秘方转让给老乡、藏
族本地人甚至是内地其他省份的经营者，使川菜完成了跨越族际与地域的传播。

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以川菜为代表的内地饮食在西藏实现了大规模的传播，这

种大规模传播又对西藏本土饮食文化产生了诸多重要影响。首先是促进了主食和食

材的多元化。藏地传统以糌粑为主食，而内地则以米、面为主。随着以川菜为代表的

内地饮食进入藏地，藏族也开始食用米饭。早在清末民初，拉萨就已兴起食用米饭之

风④，但由于运输费用昂贵，当时食米之人多是贵族。而今米已成为西藏普通百姓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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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最常见的主食之一，甚至进入了拉萨人重要的社会接待礼仪之中，每当有贵客到

来时，当地人会盛上由米、人参果、酥油与白糖制成的“人参果饭”。另外，清末民初

时，绝大多数藏族人不食猪、鱼与鸡。① 而川菜的大规模传播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

藏族的观念。就笔者调查所见，尽管现在部分藏族依旧不食鱼虾，但大多已接受把鱼

虾作为食物的观念，偶尔还会到川菜馆尝试河鲜，而把鸡肉当作食物者更是屡见不

鲜。与食猪、鱼与鸡类似，藏族传统上也不怎么吃蔬菜，有“藏族人吃肉不吃草”的观

念，而川菜的传播与普及则逐渐使藏族人接受食用草植类蔬菜，补充蔬菜类营养甚至

成为藏族人去川菜馆用餐的目的之一。其次是丰富了食物制作方式。川菜进入藏族

人家中后，内地食材的种植、烹饪等技术也必然随之进入。历史上，藏地喜食生肉，

“番俗牛羊之物皆生食之”，②且不善内地之烹饪，“饮食不识烹饪”，③而川菜以“熟

食”为主，进入当地后势必要求采用相应的烹饪方式，故我们今日能见到藏族百姓家

中生食牦牛肉与熟烹内地食材共存的景象。伴随着川菜的普及，原本不识内地烹饪

的藏族也渐渐习得内地饮食的制作方法。如笔者的一位采访对象说：“一到冬天，家

人都自然会想到吃川菜，尤其是火锅，这几年火锅逐渐替代了他们家里传统的砂锅
（ｒｔｓａｍ ｔｈｕｇ）……哥哥尤其爱吃辣，做菜时常常要加郫县豆瓣酱。”④最后是导致了进

餐方式的变化。传统以糌粑为主食时，多将糌粑面放入酥油、茶水揉制成团，或以酥

油茶、清茶等辅助，舔舐糌粑面，进食牛羊肉时，用小刀切块成片。当川菜进入当地

后，由于制作上以煎炸烹煮等方式进行，传统的进食方式不再适用于新的食物，于是

使用筷子进食首先在贵族中流传开来。⑤ 随着川菜的进一步普及，当地普通百姓也

逐渐习惯使用筷子。今日，无论是拉萨街头的餐厅，还是藏族家庭里，大家都在使用

筷子，普遍到人们未曾发觉筷子原本也是源自内地的舶来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藏饮食文化的相互交融程度也逐渐加深，已不再像刘志扬

2002—2003 年在拉萨市北郊城乡结合部的娘热谷地田野时所发现的：汉族饮食文化

对藏族饮食结构、饮食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处在同一地域空间的汉族却基本没

有接受藏族饮食文化中的成分。⑥ 事实上，川菜目前并不是单向地对西藏本土饮食

文化产生影响，其本身也在调适，以适应西藏本土饮食文化，进而实现饮食文化的相

互交融。这种相互交融，一方面带来了川菜和西藏本土饮食的口味整合。如拉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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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菜入藏：汉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川菜“火锅”大量使用了藏地的牦牛肉、羊肉等肉类，利用火锅底料中的麻与辣压制

住牛羊肉的膻腥味。西藏本土的牦牛肉制品则增添了一点川味，藏族传统做法中牦

牛肉不加任何佐料，无腌渍过程，直接自然风干即可食用，这种自然风干的牦牛肉保

留了原始味道，同时也带有一股膻腥味，为了改良口味，现在拉萨市场上的风干牦牛

肉也会在制作过程中加入花椒、辣椒、盐等调料进行腌制，从而压制牦牛肉的膻腥味。
另一方面还带来了饮食习惯的交汇。在拉萨，我们常常可看到这样的景象，藏人吃川

菜，川人吃藏餐，火锅、糌粑和酥油茶成为当地各民族人民共同喜爱的美食。
改革开放背景下汉藏饮食文化高度交流互动的现象并不只局限在西藏，近几十年

来，越来越多的藏族人走出当地，到内地经商、求学、定居，把他们当地的生活方式与饮

食文化也带到了内地。特别是四川省会成都，已形成了庞大的藏族人聚居社区以及数

量可观的藏餐馆。与拉萨的川菜馆类似，成都的藏餐馆同样也经历着本土化的过程，

其菜品往往会带有四川风味，以吸引成都本地顾客及内地游客的光顾。可以说，汉藏

饮食文化在这种交往交流与交融中突破了民族与地域限制，成为包括汉藏人民在内

各民族共享共通的宝贵财富。

四、结语

回顾内地饮食特别是川菜入藏的过程，不难发现，历史上内地与西藏因军事、政
治、经济交往需要开展的交往活动无形中推动了汉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而饮食

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同时也会反过来推动内地与西藏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系，促进汉藏

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两地饮食文化的交汇并非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相互成

就，且在交互过程中融合碰撞出新的更具有生命力的火花，使得两地饮食更易于让彼

此接受，进而得以共存与共享。如文章所呈现的那样，汉藏民族历史上围绕饮食特别

是川菜展开的交往活动，虽只是散落在文献记载中关于日常生活的只言片语，但这些

细小的生活片段串联到一起后却向我们展示了那容易被忽视的琐碎日常所具有的强

大力量，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琐碎日常，穿越时光的桎梏，时至今日仍在潜移默化地

塑造、规范着人们的饮食文化，推动着汉藏民族在心理层面上的相互认同，构建着他

们在世俗生活中的联系。如今，拉萨的藏餐馆已是遍地林立，成都的藏餐馆也在欣欣

向荣，毫无疑问，汉藏民族在饮食上的交流与互动相较于历史上的零星记载已走入更

为深刻的境地，而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反映。

〔作者励轩，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中

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臧正，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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